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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理论视域下腐败现象的形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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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足我国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借助结构化理论以尝试超越个

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或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模式,建构容纳个体行动、时空互动和社会结

构的分析框架，剖析腐败现象形成的主体性、客体性以及结构性因素，揭示腐败现象的形成机

理。研究表明腐败者的个体短视行为是产生腐败的主体性因素，短视行为使其无法正确认识

道德距离，进而忽视腐败的实际后果从而导致意外后果，同时腐败情境会促使个体产生腐败动

机，这一动机又反过来激发个体的短视行为，腐败动机与短视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时间

和空间作为客体性因素，对腐败者日常行为和互动产生影响，其在腐败行为中构成个体行动与

互动的例行化和区域化，对腐败有影响和催化作用，同时影响个体的分层模式。例行化为腐败

行为提供参照和传播方式，区域化为腐败者提供表演空间和分区途径。资源的稀缺以及权力对

资源的支配能力，加上规则的异化是腐败现象的结构性因素，资源稀缺催生行动者产生短视行

为，规则异化为腐败互动提供例行化参考。结构性因素既是腐败行为的诱因，也成为腐败行为

的结果。个体性因素、客体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腐败形成循环反复

的生产与再生产，进而使得腐败现象难以彻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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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反腐败斗争力度不

断加强。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将

“纪检监察学”正式列为一级学科学位〔2022〕

15号），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内廉政建设与腐败治

理相关研究已经升级至全新高度。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指出，应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

持久战，“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

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

号。”[1](P69-70)对此，学界十分重视对腐败现象的

成因探究，并基于不同视角构建起一系列理论

模式。譬如，政治学的权力缺乏制约及监督导

致腐败[2]、经济学的寻租理论[3]、委托－代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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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4]，社会学的人情文化视角[5]等。但就多数研

究而言，主要体现两种分析方式：一是制度分

析，即暂时悬置行动者的主体性因素，集中考察

制度及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规则和资源。二是

行动分析，即暂时悬置制度分析，集中考察行动

者如何利用规则和资源构成互动。总体而言，大

部分研究者未能摆脱或超越个人与社会、主体

与客体或行动与结构等预设的二元对立模式。

因此，本文尝试超越二元对立模式研究腐败问

题，探索借助结构化理论构建主体、客体和结

构性因素共同作用于腐败以及三者影响腐败的

作用机理。

结 构化 理论是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基于对实证主义和功能主

义的批判提出的，实际上它并非一组普遍化的

解释命题所构成的理论，而是由一系列的概念

框架所构成的分析工具。结构化理论是对吉登

斯“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所谓双重解释，

即“社会科学与自己的活动构成社会科学研究

主题的人，存在交互解释的作用。”[6](P389)由于

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反思性，这使得有关人的社

会行动无法完全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结论

与它们所探讨的意义来推断或等同，所以社会

过程的永恒的抽象定律是不存在的。基于双重

解释，我们可以用结构化理论来分析很多社会

问题，这给本文探析腐败现象提供一种理论可

能。他反对将权力看作是附属现象，认为权力

是人完成某种事务的手段，权力实施的媒介是

资源，与权力有关的冲突和资源分配（瓜分）有

关，资源的瓜分又导致社会系统中各种控制模

态的形成。[7](P82-83)[8](P411)他对权力的观点与腐败

研究产生一定理论契合，基于此，本文利用结构

化理论建构一个腐败问题分析框架，并进一步

探析。

二、结构化理论与分析框架的
建构

马克思的系统再生产和系统矛盾概念丰富

和发展了西方结构主义理论的思想，马克思认

为社会是人们交往与互动的产物，社会结构与

个体行动是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吉登斯继

承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辩证统一思想，摒弃

社会学上行动与结构二元对立的观点，重塑为

结构的二重性，提出结构化理论。结构的二重

性指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

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

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

生产。[8](P522)他认为社会结构不是实体性存在，

只是存在看似结构的结构性特征，所谓结构只

是被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规则和资

源，并且超越时空的限制。吉登斯与其他社会

学家最大差别在于对人（行动者）能动作用的

重视，为解决主体与“结构”是如何相互作用

的，他构建一种在实践基础上的行动理论，即

行动者的分层模式。

人的行动是一种绵延不断的行为流，行动

者分层模式就是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合理

化（理性化）及动机激发过程视作行动中的一

系列过程。行动过程中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将

会造成行动的意外后果，而行动的意外后果又

进一步构成未被认识的条件。行动的反思性监

控是日常行动的惯有特性，它们习以为常的监

控着自己所处情景的社会特性与物理特性。行

动的合理化是指行动者对自身活动的根据始终

保持“合理性理解”。动机指的是激发某一行动

的需要，其激发过程并不与行动的连续过程直

接联系在一起，动机对应的是无意识，只有在

较不寻常的背景中，在以某种形式偏离于惯例

的情境下，动机才可能直接作用于行动。[8](P66)

影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主要客体因素就是

时间和空间，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

会理论核心。行动者的互动与时空连接起来，

形成两个分析性概念——例行化和区域化，这

是理解结构化理论“秩序问题”的关键。例行

化是行动者在进行日常实践时总是遵循行动

者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例行常规。[9] ( P56 )行动

者互动模式的例行化使其在时间上保持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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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行为具有可预见性，由此可产生本体性安全

感。[10](P459)区域化指的是在场所之内或场所之

间各区域在时间、空间或时空上的分化，这使

行动者可以在不同场所和不同情境中采取不

同的行动。

结构可以概括为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

“时间”的“互动情境中”利用的规则和资源，

同时，行动者通过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在空

间和时间中维持和再生产出结构。[10](P451)其中规

则是社会互动中的“方法性程序”，即便行动者

对规则只是含糊了解，也不影响规则指引他们

的行动，规则是行动者知识能力的一部分。规

则分两类，一是规范性规则，通过代表特定的

权利和义务来表达行动的合法性。二是解释性

规则，基于互动双方都认可的解释框架和知识

基础来体现行动意义。资源可分为配置性资源

和权威性资源，在行动者可支配的资源中，若能

支配物质资源，则表明其拥有配置性资源，若

能支配他人，则表明其拥有权威性资源。其中，

规则与资源都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条件与中

介，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关系的不同模态。概言

之，结构化理论通过上述一系列概念，将主体

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等联结起来，

超越传统社会学中预设的二元对立关系，为我

们提供一种分析腐败问题的新工具和视角，基

于此，本文根据结构化理论，建构一个腐败现

象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腐败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腐败现象的主体性因素分析

(一)腐败：个体短视行为的意外后果

腐败 行为通常不能立即看到腐败的道德

后果或得到惩罚，腐败行为与其道德后果之间

的距离称为道德距离，造成道德距离有两种情

况，一是腐败后果受未来时间影响而产生，称

为时间距离，二是腐败后果受组织机构层级和

运作机制影响而产生，称为结构距离。[11]通常

而言，若个体能够预见道德距离（即受到应有

惩罚），则个体趋向避免腐败，这表明腐败是由

个体的“短视”行为所致。对于上述情形可借鉴

默顿（Robert K. Merton）[12]的观点，将贪腐行为

与时空中制度化实践相联系，即可产生下列三

种情况。

其一，从反事实的角度，追溯考察这一系

列事件，重点在于把握首个事件在因果顺序上

作用，即腐败者对“第一次腐败”的处理上。例

如，一些行政人员并非有意参与腐败，碍于人

情、面子或某种私心“帮助”某人，但事后受惠

者回报其以重金，长此以往该行政人员则将收

礼办事视作例行化操作。这表明，首次腐败行

为发生而没有受到即时的惩罚，对于腐败者形

成例行化腐败行为具有直接影响，这种情况通

常是腐败者看不到时间距离所致。

其二，腐败是由一系列个体活动复合而成

的意外后果。这种意外后果可能由单一行动者

每一个理性行动的过程积累，也可能由不同行

动者分别近乎理性行动相叠，但其最终后果对

于个体而言却可能是非理性的，这就是“偏离

效应”。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为增强部分国有

企业活力引入民营资本，却因此失去控股权造

成国有资产流失。或为推进城镇化，压缩工程

时间，导致在基础设 施建设中产生工程质量

不过关、工程烂尾。又或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

中，政策过于宽松、优惠导致不良贷款增加，影

响地方财政收入和市场稳定等。发生上述情况

前，往往地方政府及其主政官员初心是促进地

方发展，但在实际运作中隐藏着一系列经济理

性占上风的腐败行为，最后导致多人落马，这

些腐败者多是不能看清结构距离。

其三，自身或他人的腐败行为以某种因果

循环的形式，构成自己进一步腐败的条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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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的是制度化实践再生产的机制。当公职人

员未产生腐败行为时，通常认为自身不可能产

生腐败行为，而真正将其置身类似情形时，也同

样走上腐败道路。进一步而言，若一个地区政

治生态被破坏，则产生了公职人员在一定条件

下不得不腐的情况，上述情况产生的道德距离

多是时间距离和结构距离混合在一起。这表明

定位在某一时空情境里的重复性活动，会在相

对自身情境较为遥远的时空情境下产生例行化

的后果。腐败是例行化的附带结果，也同样以一

种例行化的方式被“分播（distributed）”开来，

而参与者在反思性地维持这些行为的时候，也

就是这样看待它们的。[8](P75-76)

(二)个体短视行为的生成过程

日常生活中蕴含着某种本体性安全，这个安

全体现行动者在例行活动中某种自主性。[8](P120)

行动的无意识部分是在维持本体性安全，减少

焦虑、得到信任感。埃里克松[13]( P247-256 )（Erik 

H.Er ikson）认为这种心理机制在孩童时期就

已经 形成。在孩童构建自主性 且不断 增长的

进程中，不断为行为的反思性监控能力奠定基

础。[8](P129)即婴儿人格与成年人格中动机成分基

本是源于避免焦虑、维护自尊、防止被羞耻感和

负罪感浸没等某种普遍化倾向，而行动者通过

反思性监控，无意识的维持着本体性安全，为

的就是减少“焦虑”，并且行动者会基于自己知

识库和解释框架的理解，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

行合理化，这些都是出于本能的。通常情况下，

行动者的动机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在腐败情境

中，动机就会直接作用于行动，因为动机激发是

由于腐败偏离正常惯例，当腐败动机产生，行动

者就会参照腐败惯例。此时行动者的行动不再

是本能，而是基于实践意识进行反思性监控，

并受到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影响进行合理化，

行动者将努力地考虑行动条件和可能的意外后

果，并不断地进行合理化来安慰自己。

斯 特里奥 斯·泽 格利多普洛 斯（S t e l i o s 

C . Zyg l idopou los）和彼得·弗莱明（Peter  J . 

Fleming）利用“破坏性连续体”和“道德距离”

对组织内腐败进行研究[11]，对于我们理解腐败

中行动者分层模式有一定借鉴意义。破坏性连

续体是指在外部环境作用下，正直的公民可能

成为行为最邪恶的罪人。泽格利多普洛斯和弗

莱明认为“破坏性连续体”作为一般性原则，也

适用于腐败中常见类型，并提出在腐败的连续

体中，包含四个阶段或称四种类型，即组织中无

辜的旁观者、无辜的参与者、积极的合理化者

和犯罪者，在腐败连续体的四个阶段之间都存

在道德距离，并可能在不同阶段过渡中起决定

性作用（见图2）。

 

图2   腐败连续体中的行动者分层模式

腐败连续体可以看作是行动者在腐败过

程中所处的不同阶段，行动者在整个连续体中

的行为也存在分层模式，反思性监控是个体行

动本能，避免自己处于焦虑中。当个体意识到

自己参与腐败时，他就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

理性”，当他面对腐败时，如果受到某种动机

（如：金钱、权力或者名声等）激发，并受该动

机直接影响，便会采取短视行为走向腐败。值

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个腐败者都经历以上四种

阶段，通常情况，腐败者会处于某个阶段或经

历某几个阶段。若四个阶段道德距离很短，则

整个过程可看作是一个行动者分层模式，若各

阶段道德距离较长，那么行动者每经历一段道

德距离都会进行反思性监控。道德低下的行动

者能够提前预判“行动的未被认识的条件”，将

自身伪装为“被动的腐败者”，即在腐败中“搭

便车”，将自己的腐败行为伪装成听命行事。反

之，道德高尚的行动者则在预判可能成为被动

的腐败者时，便会选择退出。行动者若在C段处

选择退出或检举揭发，可能使自己成为众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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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说明腐败已经成为该领域（区域）的组织

原则，而当行动者处于C段决策点上，明知腐败

后果却仍选择腐败，说明行动者已有足够的动

机并完成合理化，此时腐败虽然是短视行为，

但对该行动者而言却已然成为一种主动行为。

四、腐败现象的客体性因素分析
    

腐败现象的客体性因素是时间和空间，时

间与空间本身并没有直接影响腐败现象，而是

对腐败者日常行为和互动产生了影响，其影响结

果就是使腐败者的行为产生例行化和区域化，

这里着重分析例行化与区域化对腐败的影响。

（一）例行化为腐败行为提供参照和传播方式

例行化继承并发展了戈夫曼有关例行常规

活动的观点，例行化指纷繁复杂的整个日常社

会生活活动的习惯性、不言而喻性，其中盛行

的各种熟视无睹的行为风格与形式，它们既有

助于增强本体性安全，又为后者所巩固。[8](P525)

例行化使行为具有可预见性，因此可以产生本

体性安全感，而互动模式的例行化在时间上保

持延续，从而再生产出结构和制度。例行化使个

人行为形成惯例，惯例在结构和行为互构中起

到至关重要作用，它既是互动双方基本信任的

纽带，也是互动的阶段性特征，例如我们常说的

“伸手不打笑脸人，开口不骂送礼人”。例行化

使腐败者行动时会参考历史上的惯例和身边的

惯例，同时，腐败者的行为也会成为其他行动者

参考的例行化案例。所有的腐败行为作为前置

惯例不断地构建着社会的“规则”即潜规则，社

会结构通过生产和再生产使惯例和“规则”随

时间扩展开，最终形成腐败的制度化。

腐败是一个互动过程，是依次发生的带有

序列性的一系列行动，这意味着腐败存在一个

开始的标志，这个标志可以是人际的，也可以是

物质的。自体腐败可以看作自己与自己的互动

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个体的反思性监控与合理

化的过程。例如，在招投标或人事任免的腐败

过程中，项目招标公告发出后或人事岗位空缺

后，符合条件的候选者会与掌控决定权的人“对

话”，这里的对话就是互动开始的标志。实际

上，已有腐败惯例的双方进行互动时，可能只是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声音都有可能成

为腐败互动开始的标志。通常情况，双方开始只

是就非腐败的普通话题进行交谈或问候，这是

双方维持各自本体性安全需要所进行的高度例

行化行为，在涉及腐败互动中，当双方都取得基

本信任，即确保本体性安全后，交谈过程会有

一个转向环节，将话题过渡到腐败相关的事由

上。行动者，通常为下位者或行贿方，基于自己

模糊的“库存知识”和实践意识建构谈话次序，

这是为维系本体性安全和制度情境的需要。腐

败互动中的上位者，也会基于安全意识和制度

情境进行惯例对话，回应可能是明确的也可能

是模糊的或者拒绝的，取决于这个上位者的惯

例操作。

图3   腐败的框架性情景

若谈话未发生转向，则本次互动仅为一次

普通的日常互动或寒暄，若情况相反，互动仍然

流畅，那么双方就会调整互动策略，利用策略

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姿态和相对定位，以此来维

持各自的本体性安全和社会秩序（见图3）。实

际上双方做的都是例行化的行为，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按套路出牌”，如果其中一方不按“套

路”出牌，将 破坏 互动中的舒 适 感和 有序意

识，从而破坏对方的安全意识，使对方产生焦

虑。上述“框架性”情境并没有明确的框架或

规范，如同我们生活中遇到婚丧嫁娶、逢年过

节或风俗习惯时所处情境，表示互动倾向框架

化。这里的位置与角色差不多，用来表示行动

者在互动中的社会定位以及所在情境中的社会

身份，行动者处于怎样的位置，摆正自己的位置

有利于相互信任和维持社会结构感。比如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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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是官商，官员有职位，有权有责；商人有金

钱和企业需求，商人需要官员批准才能承接工

程或项目，正是因为存在这样定位，整个互动就

能够被例行化，同时构建社会结构感。他人的

例行化腐败行为会催生自己腐败的动机，同样，

自己的例行化腐败也会成为他人腐败的参照，

正如前面提到第三种情况，例行化如因果循环

一样被分播。

（二）区域化为腐败者提供表演空间和分区

途径

社会定位过程离不开具体情境，腐败者之

间互动也离不开具体情境、场所，不同的情境会

产生不同的互动、不同的结果，场所利用空间为

互动提供各种场景，同时，场景又是限定互动

情境性的重要因素。[8](P205)场所的典型特征通常

是在内部实行区域化，这对互动情境构成很重

要。区域化不仅体现空间性，还体现时间性，因

为在不同时间段上，同一场所的作用和功能可

能不同，更主要是形成的互动情境也不同。区

域化的一个特性就是不同人在不同场所，所扮

演的角色展示和隐藏的内容有所不同。通俗来

讲就是行动者在不同场所、同一场所的不同时

间或不同情境都可以扮演不同角色，对腐败现

象而言最典型的就是“两面人”。这里称为“前

台”区域和“后台”区域（见图4）。区域化提供

一个时空闭合区域，产生某种封闭性，以保证前

台区域和后台区域之间可以保持一种相互分离

关系。[8](P213)

 

图4   区域化的前台与后台分化

腐败者通过区域化构建维持自己行动的情

境性，维持其本体性安全。前台与后台两个区域

并不是完全吻合自我的“封闭”与“暴露”，两个

基轴的运作依靠的是权力、规范和意义所构成

的复杂关联。[8](P215)一般而言，后台区域形成可

产生权力交易的资源，腐败者可以反思性地利

用这些资源，从而得以在他们自身对社会过程

的解释和“正式”规范所提倡的解释之间保持

一种心理距离。现实中，在公众或领导和同志面

前，有些腐败者堪称为人师表，饰演的是一位

先锋模范甚至是反腐斗士。而在腐败活动中，他

们则暴露贪婪的嘴脸，饰演的是唯利是图的蠹

虫。即便在同一场所，腐败者面对同志和同伙也

是不同的，他可以在不同的情境随意切换自己的

角色，甚至他的前台和后台都只是刻意暴露的

角色，这些角色都不是真实的他。

区域化还可体现中心（或核心）与边缘的分

化。这种分化可以体现在具体地域上，但更主

要的方面是与时间的根植性联系起来，分析群

体的中心与边缘区域，这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

“核心与边缘”分析是异曲同工的。中心与边缘

的区别离不开时间上的持久性，那些占据中心

的人已掌握对资源的控制权，这是他们得以维

持自身与边缘区域的人分化的根由。已经确立

自身地位的人或局内人（established）可以采取

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封闭，借以维持他们与其

他人之间的距离，而其他人则被看作是下位者

或局外人。[8](P222)当腐败者及其同伙聚集形成群

体，并由此产生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分化，越

是腐败群体中心的人，越是掌握着更大的权力

和资源，甚至会产生一个由共同利益捆绑在一

起的“小圈子”。通常情况这个小圈子会产生分

工合作，也是整个腐败群体中的首要群体，是真

正的“局内人”，其他腐败者或群成员为了各自目

的会向中心区域靠拢，最终区域化促进腐败例

行化的传播，例行化又促进腐败形成制度化。

五、腐败现象的结构性因素分析

（一）资源的稀缺

资源是产生权力的基础，也是产生冲突的

根源，一切腐败活动都是源于对稀缺资源的竞

争。腐败依据所支配资源的不同，可分为配置性

资源腐败和权威性资源腐败两大基础分类。常

见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等情况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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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资源都是配置性资源，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支

配或插手配置性资源的分配与调动，这些都属

于配置性资源腐败。每一项配置性资源的支配

都面临N个选择，资源与竞争者的关系比例是

1：N，正常情况每个竞争者得到资源的概率是1/

N，如果竞争者与腐败者勾结，那腐败者会给该

竞争者一个信息，使竞争者得到资源的确定性

增加，他拿到资源的概率也会远高于其他人，而

其他人得到资源的概率则趋于0，最后，其他人

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竞争的“陪跑者”。

在权威性资源腐败中，同样存在资源稀缺

情况，如人事录用、职务晋升、代表选举等都是

腐败者通过操控权威性资源，即对人的支配和

影响实现腐败。我国各级公务员职位与权威构

成一个等级制金字塔，在官僚制中职位越高，位

置与官员的数量越少。[14](P131-145)这意味着行动

者每晋升一级都要面对多个同级或同层次竞争

者，资源与竞争者比例存在1：N的情况，无论是

人事录用或是代表选举都是一样，其中的“资

源”或名额总是有限的、稀缺的。还有很多腐败

混合控制两种资源，一方面腐败者直接影响和

调控配置性资源，另一方面操纵权威性资源、

安排自己人，从而更好地控制配置性资源，这种

混合型腐败多具有一定规模和系统性。资源的

稀缺性本身以及越靠近控制链顶层对资源控制

能力越大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个体理性

和行为动机。

（二）规则的异化

规则指导人们的行为，规则出现异化，人的

行为必然失范。基于人情交往的规则发生异化

最容易导致人情腐败，人情腐败最初大多是先

有行政行为，而后腐败。可能公职人员并无腐败

的初心与本意，仅仅基于某种人情关系而“成人

之美”，主观上并未企图从中谋取好处，而事后

行贿者逢年过节赠送一些“礼物”，久而久之演

化为行贿受贿，事情性质和结果发生质变，这与

中国社会传统和习俗有一定关系。风俗习惯作为

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在我国的人际交往中随处

可见，构成了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情法则仅应当用来维持社会

交换而非经济交换，因为经济交换并非人情为

中介，而是以钱为中介。[15](P153)而腐败者的人情

规则已掺杂经济利益，已经改变原有的人情味，

人际关系不再是单纯的熟人关系，而是披着“人

情”外衣的利益关系，不仅如此一些熟人关系还

可能异化成情人关系，人情法则演变为“权色交

易”，这都是传统惯例和人情法则的异化，是历

史潜规则惯性和腐败例行化的结果。

腐败中较常见的是“权钱交易”。无论是涉

及人还是涉及物的腐败，所涉及的资源等级越

高，权钱交易价格越高，呈现出明显正向相关特

征。这种规则提供一种序列式参考方法，即下

位者或行贿者只需要按照“价格公式”，根据自

己希望获得的权力或资源，向权力者输送对等

的“价格”。当这一规则被例行化分播后，会进

一步异化出“竞价机制”，即多人竞争同一“资

源”时价高者得。当某些地区在行政人员招聘

时忽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规则，转

而采取异化了的“规则”时，该地区政治生态就

容易遭到严重破坏，极易出现“塌方式腐败”。

当腐败群体达到一定规模，产生系统性时，

便会催生新的群体规则。基于腐败者的“共同

文化”会产生一个理性约定，表现为一种构成

性或管制性规则，这种规范可能以成文或不成

文的形式出现在群体中，如某些腐败群体伪装

成某个协会或组织，并制定一个规则或章程，

这种规则既有管制性又有构成性，若达不到条

件，就无法取得入会资格，其目的是为克服群

体成员的“随意性”[16](P67)当腐败群体形成后，

通常会有一 个或 几个权力比较 集中的人构成

整个腐败群体的中心区域，同时群体内部也会

产生首要群体和次要群体，一旦加入该群体便

不可随意退出，否则会导致整个群体的打击和

报复。腐败群体通常并非由于单一事件形成共

同腐败，而是不断通过群体规则引导群体成员

做出符合群体趋向的行为选择。在群体中通常

会依据事务重要性、人物重要性或权力的集中

性等指标评出优先级，优先级越高的事情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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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资源，甚至牺牲部分群成员的利益来保证

“整个群体”的利益，群体利益得到保证后，便

会在接下来的事情中“补偿”先前让步的群成

员。上述仅列举几种规则异化情形，在腐败不

断发展演化过程中，会不断催生和异化新的规

则，但在实际情况中，腐败行为往往不是依据单

一规则，而是在多个规则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三）结构的二重性

规则指引行动，而行动需要处理事务的权

力，权力又来源于物资配置和组织能力，行动结

果又促生新的规则和新的资源分配。两类规则

与两类资源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不同组合共同构

成结构丛，在纵向上看，结构丛元素表示起主

导作用的规则和资源，结构细化表示规则和资

源的组合方式。由于规则和资源的“中介性”和

“可转化性”，使它们成为人们互动的中介，从

而产生不同的腐败形态并影响和破坏相应制度

（见图5）。

图5   腐败现象的三维结构

从横向上看，当腐败双方进行沟通时，解释

性规则（S）起主导作用，例如，腐败行为中，行

贿人以“年货”“土特产”等名义送礼实际上是

潜规则中的“符号”（S），沟通双方都可以相互

理解其意义，实现沟通目的，从而形成腐败中的

沟通模式（符号制度），腐败中的沟通模式实质

是构建一种腐败文化，腐败文化也会反过来影

响互动的例行化和区域化。当腐败中权力发挥

作用时，则需要支配（D）权威性资源或配置性

资源，支配资源构成了权力作用的中介。若权力

支配的主要为配置性资源则多为经济腐败，如

官商勾结，主要影响和破坏经济秩序和经济制

度。若权力支配的主要是权威性资源则多为政

治腐败，如人事腐败、选举腐败，主要影响和破

坏行政秩序和政治制度。当互动中展现裁决或

约束时，结构中的规范性规则（L）起主要作用

并构成裁决合法化的中介，这时腐败多表现为

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即破坏法律制度，常

见如司法腐败和自由裁量权腐败。

 概言之，本文以结构化理论为工具，建构

个体行动—时空互动—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

对腐败现象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剖析，经理论分

析可知腐败现象产生受到个体性因素、客体性

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共同影响

（见图6）。首先，腐败者短视行为是产生腐败

的主体性因素，短视行为使其无法正确认识道

德距离，进而忽视腐败的实际后果从而导致意

外后果——腐败，同时腐败情境会促使个体产

生腐败动机，动机又反过来激发个体的短视行

为，腐败动机与短视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其次，时间和空间作为客体性因素，在腐败行为

中构成个体行动与互动的例行化和区域化，历

史惯性和周围人惯例操作产生例行化，为腐败

者提供行动参照，区域化给腐败者区别对待不

同组织和人提供安全区域，并且使腐败群体形

成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分化，例行化与区域化对

腐败有影响和催化作用，同时影响个体的分层

模式。最后，资源的稀缺以及权力对资源的支

配能力，加上规则的异化是腐败现象的结构性

因素，资源稀缺催生行动者产生短视行为，规

图6   腐败现象形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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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异化为腐败互动提供例行化参考。结构性因

素既是腐败行为诱因又是腐败行为结果。个体

性因素、客体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三者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使腐败形成循环反复的生产与

再生产，这也是腐败现象难消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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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rru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YANG Senlin & REN H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era background of China’s increasing efforts in anti-corruption construction and 

corruption governance, with the help of structured theory, we attempt to transcend the binary opposition 
model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subjects and objects, or actions and structures,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accommodates individual actions, spatiotemporal interac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s, analyze the subjectivity, objectivity, and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corruption, and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its formatio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short-sighted behavior of 
corrupt individuals is a subjective factor that leads to corruption. Shortsighted behavior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moral distance, thereby neglecting the actual consequences of corruption and 
leading to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Time and space, as objective factors, constitute the regular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individual actions and interactions in corrupt behavior, which have an impact and catalytic 
effect on corruption, and also affect individual hierarchical patterns. Regularization provides a reference and 
means of dissemination for corrupt behavior, while regionalization provides performance space and zoning 
channels for corrupt individuals. The scarcity of resources and the ability of power to control resources, 
coupled with the alienation of rules, are structural factors of corruption. Resource scarcity leads to short-
sighted behavior among actors, and the alienation of rules provides routine reference for corrupt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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